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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斗寨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的一个苗族村寨，系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地，还被盛誉为“契约之乡”，世代
苗民通过佃契调整山林的权属、租佃、劳务、分成等多重法律关系，并形成地方民族特色的租佃经济样态。通过实证考察
清代至民国初贵州省文斗寨325份苗族佃契，可见其具有一体多角、程式固定、平等式微、股权复杂和游离政局的历史法
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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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 ical and Legal Character istics of Guizhou Wendou Miao’s
Tenancy Contract
CUI Chao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School of Law，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Guizhou Wendou was a pure Miao village in Jinping County of Qiandongnan, it was found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and was also known as the "Contract Hometown". The generations of Miao people had adjust forest ownership,
tenancy, labor, distribution and many other leg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tenancy contracts, and had built tenancy economic
form of local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is an empirical studied by 325 Guizhou Wendou Miao’s tenancy contracts
since the Qing dynasty, its the historical and legal characteristics were multiple angles in a subject, fixed program, equal
decline, complex ownership, divorced from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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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一体多角
所谓一体多角是指贵州文斗寨同一苗族佃契
的法律关系主体，在同一佃契或多个佃契中具有
多重地位，扮演多个角色，活跃于多个佃契法律
关系之中。其一是山主充当凭中和代笔的角色，
例如姜登廷、姜登兰、姜超武“佃种栽杉字”，[1]
姜登津除是山主之一，还是凭中和代笔，既为佃
种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又是该佃种法律关系的见
证人。其二是凭中扮演代笔的角色，例如龙光星、
龙光渭兄弟“佃地栽杉种栗字”，[2]李天才同时是
本契的凭中和代笔。其三是山主除作为所有权人
外，还不时充当承佃人，兼具主从角色，系一体
多角的典型代表。
契1：孙什保、姜正举、超熉佃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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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佃种栽杉木字人孙什保、姜正举、超熉三
人，今因佃到姜杰相兄弟，周义、周礼兄弟，姜
世美、登熙、登奎、超熉等共山一块，地名皆也
多住，其山界限：上凭渡船田，下凭河边大路，
左右冲凭股，栽手占贰股，孙什保、姜正举共栽
壹股，超熉栽壹股，限至五年成林，栽手有份，
另立合同。若不成林，地主另招别人栽种。日后
木植长大，栽手留禁砍伐，照股数均分。倘有出
卖，先问地主之家不收后，问他人。恐口无凭，
立此佃种栽杉木字为据是实。
五家各执一张。
中华民国贰年贰月十叁日
超熉 笔 立[3]
契2：姜昌保等佃契并主佃分成合同
立佃栽并分合同字人姜昌保、寅卯、登宰、
永标、孙什保、李作舟、姜正茂等，佃到本房姜
登杭、登宰、登廷名下有山壹块，地名松浩，上
凭盘路与山主……，左凭岭，右凭岭与小冲为界，
四至分清，近栽杉种栗成林，日后照五股均分，
地主占叁股，栽手占贰股，贰股日后七股均分，
二比不得异言。恐口无凭，立此合同为据是实。
凭中、代笔 登津
中华民国二年九月初二日 立[4]
契1中的超熉与契2中的登宰既是佃契的承佃
人，又是地主之一，充当同一佃契法律关系的两
个主体，并不像现代民事法律关系权利主体和义
务主体之间的界限那样泾渭分明。如果全部共有
地主都是承佃人，那么就没有立契的必要。如果
至少有一位共有人承佃栽杉种栗，那么契约的适
用空间就会增大，因为其中的佃契法律关系主体
数量多且身份杂，就需要统一各方意愿，通过契
约才能更好地表达并明确各自权益，以免发生纠
纷。可见，山林和土地复杂的共有情形给佃契的
适用带来更大的空间，其一是贵州文斗村苗族佃
契的法律类型除有招佃、承佃外，还有自佃。其
二是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主体，即地主与承佃
人的角色可转换，栽手并非只是潦倒穷困或无以
为生的人群，栽手同样有可能是拥有田地、山林
等财产的地主。其三是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法律
关系中的股权分置极为复杂，加上地主不时还充
当承佃人，使佃契主体角色更加多样。其四是具
有一体多角特点的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多分布于
晚清民初。
二、外在：程式固定
所谓程式固定是指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结
构和用语相对稳定，具有类似于现代法律文书模
板化的特点。程式结构分为首部、正文和尾部。
首部大致包括立契人的所属地和姓名、承佃原因、
山主的姓名及相互关系。正文一般包括标的物的
大小、名称、承佃数量、坐落范围、四至界限、
承佃期间、承佃人所负义务、成林后的分成比及
立契目的。尾部基本包括凭中、代笔、立契时间、
外批及骑缝字。另外，如果佃契有涂改增删，则
会在尾部注明“内添几字”“内涂几字”等说明
性语词。
契3：黄同春、黄同榜弟兄佃栽山种栗字
立佃栽杉种栗字人东齐黄同春、黄同榜弟兄
佃到文斗主家姜钟奇，侄世贤、世模叔侄三老家
之山一块，地名北号山，界至上凭田，下凭溪，
左凭冲，右凭岭，以溪为界，其山日后木植长大，
议定五股均分，地主占叁股，栽手占贰股，此山
限定五年成林，若不成林，栽手无分，地主另招
别客，栽手弟兄不得异言，恐后无凭，立此佃字
为据。
代笔、凭中 姜熙成
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5]
此契系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中的典型单契，
在279份单契样本中，基本上与此程式相似。有
的增加或减少承佃人的义务，有的还明确栽手不
得荒芜的义务，有的调整标的物的界限范围，例
如“上凭坎，下凭山，左凭园，右凭冲。”有的没
有规定或调整木植成林后的分成比，例如“山主
占壹股，栽手占壹股。”有的尾部增加外批，例如
龙作连佃种栽杉字的外批为“姜世龙田坎脚的山
地分为八股，世官弟兄占二，‘三老家’占六”。
[6]
契4：龙文品、龙光渭佃契
立佃帖字人天柱县高让寨龙文品、龙光渭二
人，今佃到文斗寨姜映辉、相德二人名下之地名
翁有之山，界至上登顶，下抵田沟，左凭冲，右
凭岭，下以浪沟为界，栽杉种栗。其木五股均分，
地主占叁股，栽手占贰股。限至五年内成林。如
有不成林，栽手并无系分。日后木长大，照依股
数均分。今欲有凭，立此佃字为据。
今佃帖贰纸（半书）
代笔：姜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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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三年九月廿一日 立[7]
此契系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中的典型合同，
在46份合同样本中，基本上与此程式相似。有的
是木植成林后，用合同方式立分合同，增加内容
并强调山主与栽手的分成比，例如龙启运等佃种
山场合同，[8]约定当事人的分成比，一块为3∶2，
一块为1∶1。有的是具体写明当事人持有佃契合
同的情况，例如黄均安佃地栽杉种栗字，[9]尾部写
明“钟奇存壹纸，毓箐存一纸”。相比单契，合同
最明显的是增加骑缝字，原因在于合同更加突出
和强调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共同立契、共同
持有和共同履行，故有骑缝字，以便核对真伪，
增加信任度，而单契是承佃人一方所立，只注重
当事人其中一方的主观意愿，立单契后常交给山
主留存。
三、关系：平等式微
所谓平等式微是指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法律
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由相对平等逐步向不平等倾
斜和演化。早期的文斗寨户数人口不多，而山地
较多，加之杉木、楠木等木植成长周期长，人工
林相比天然林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基于山场林
地的供应大于人口劳动力的生产关系，承佃人与
山主的关系是较为平等的，因为山主无法独自完
成栽杉种栗，必须依赖大量的人口劳动力。但由
于清水江流域当江设市，外来水客不断增多，木
植销量也不断增加，同时伴随清代裁卫并县政策
和开辟苗疆举措，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清水江流域，
致使该域出现人口劳动力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的
状况，而山地和田地的数量依旧如故，之前该域
是人少林多，之后变为人多林少。同时，土地兼
并的现象日益激烈，使贵州各族人民不断丧失土
地，不少农民沦为佃户，受到地主的剥削。[10]各
种因素逐步使山主和承佃人之间的关系由平等转
向不平等，对此，在贵州文斗村苗族佃契中可见
一斑。其二就产生时间而言，单契贯穿贵州文斗
苗族佃契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而合同主要产生
在清代嘉庆朝和道光朝，鲜见于清末民初。其三
就契约用语而言，单契反映承佃人无地栽杉种栗
的情况与登门求佃的事实，承佃人甚至视山主为
“救星”。其四就分成比而言，绝大部分佃契的分
成比都是山主大于栽手，只有少数的佃契分成比
是山主和栽手相同，并未发现佃契中承佃人的分
成比大于山主。其五就承佃人的来源与现实生活
状况而言，约有42%的佃契承佃人系外来人员，
多是无地耕种者，这直接决定他们在佃契法律关
系中的弱势不等地位，外地人来文斗寨佃山种栗，
山主并不给予其与本地佃农同等的待遇，且所订
佃契的条件极为苛刻，凸显佃契主体间的不平等
性。
契5：姜玉山佃种山场帖字
立佃帖字人湖广填阳县蒋玉山今因佃到文斗
下寨姜文斗、周朝、奇朝、期朝、□□、□朝、
老户、宗智、光尧四家等之山壹所，土名污界，
其山上凭顶，下凭溪，左凭岭，右凭冲，四至分
明，种栗栽山，日后木植长大，言定五六均分，
地主占六股，栽手占五股，限至五年成林，如有
不成，玉山自愿将南怒番里先年佃栽姜廷理等之
山，我玉山名下占贰股作当，凭主家管业，不许
客上招客，今欲有凭，立此帖为据。
凭中、代笔 姜光士
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11]
此契系外来承佃人于嘉庆十八年所立，栽手
占股少于地主，如果不成林，栽手不仅无分，而
且还要将自己在其他山地的占股用作抵押，表明
栽手义务繁多，甚是苛刻，而地主的权利多样，
又因该佃契系单务合同，更加突出地主和栽手地
位的不平等性。
四、股权：多样复杂
所谓多样复杂是指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法律
关系主体占所承佃田地、山地、木植、园子等标
的物的份额多种多样，既有栽手内部占股，又有
山主内部占股，甚至还有佃契法律关系主体以外
的当事人占股。根据样本统计，其一是山主和栽
手在木植成林后的分成比数多种，主要包括1∶1、
2∶1、3∶2、3∶1、4∶1、6∶4、6∶5和10∶1。
其二是一部分没有明确约定写明分成比的佃契更
加体现贵州文斗村苗族佃契股权的多样性，因为
佃契如没有明确约定写明分成比，则可由山主和
栽手自行商定，弹性极大，易于变化。其三是山
主内部股权结构和占比情况较为复杂，甚至还涉
及到契外之人的占股情形。
契6：姜登池等佃种栽杉木字
立佃种栽杉木字人姜登池、姜永秀、姜元药
因佃到姜世龙、登科、登熙、登文、元贞、引连、
奎相、正志等之山一块，地名皆休，界限：上凭
田，以路下抵田，左凭姜周礼之山，右凭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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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为界，四至分清，此山佃种言定五股均分，
若山栽木成林，栽手有分，若不成林，栽手毫无
细分，口说无凭，立此佃种栽杉字为据。
立佃字三张为据（半书）
世龙、登科共占七股，世龙、世法、登熙五
家之占登高一股
铨相占世法一股，正志占登选、元标、元良、
元彬之股
世龙叔侄存一张，铨相存一张，正志存一张
请代笔：姜登熙
民国七年正月二十九日 立[12]
此契的山主有八人，栽手有三人，如木植成
林，则山主与栽手十一人五股均分，值得注意的
问题是：其一此契并未书面细化约定山主与栽手
的分成比，到底是山主占股多，还是栽手占股多，
无从得知；其二该契山主之中，谁占股多，谁占
股少；栽手之中，谁占股多，谁占股少等情况并
不清晰；其三本契尾部写明当事人之外主体的占
股情况，如不厘清契外当事人与本契当事人之间
的关系，并辅以其他史料佐证，很难确定契外之
人的占股情况。
五、性质：民间佃契
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历史沿革和形态内容
具有长期性、延续性和关联性，并未受到政治局
势，尤其是清代中央政权开辟苗疆，推进官方契
约以及镇压苗疆民族起义的影响。一方面，根据
样本统计，贵州文斗苗族佃契的历史延续150多
年，集中在清中后期和民国初期，纵观样本数据，
发现其结构、顺序、用语、内容、要点等几乎一
致，并未因为改朝换代和政权更迭而弱化与消亡。
相反，不少当事人，包括承佃人、山主、凭中、
代笔等，特别是“三老家”，均跨越朝代而活跃于
佃契活动之中，展示出贵州文斗苗族佃契具有极
强的生命力与内化的延续力。另一方面，伴随雍
正朝征辟苗疆，乾隆朝抚绥苗疆，中央政权逐步
控制化外之地的贵州苗疆，官方律例制度不断向
苗疆腹地推进实施，基于法制施行的统一性和征
收税款的目的性，中央政权必然主观希望在贵州
苗疆推行官契制度，使用官方契纸，加盖官方契
印。即使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于官吏、市牙
利用税契之机侵公肥私的情况很严重，清政府还
一度下令“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但乾隆元
年（1736年） 迄于清末，仍复用官版契纸，民国
时期也用官版契纸。[13]这些官方令制并未改变贵
州文斗寨苗族佃契的白契性质，全部佃契几无红
契，却始终具有公信力、运作力和约束力，甚至
在某些佃契样本中，当事人可以忽略身份重叠与
冲突，给予各方主体和所立佃契最大限度的信任
履约。此外，贵州苗疆历史上发生的三大民族起
义，尤其是咸同时期张秀眉、姜应芳起义，给苗
疆腹地带来极大震动，清中央王朝对此采取强大
的军事镇压，无论是民族起义还是官方镇压，均
未冲击和阻滞黔东南文斗寨苗族佃契的存在与适
用，根据样本统计，咸同时期仍然有85份佃契和
主佃分成合同，占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全部统计
样本的26.15%，表明贵州文斗寨苗族佃契性质的
民间性，常常游离于官方契约之外而自发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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